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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一书出版受到学术界极大关注，有学者颇疑浙大楚简为伪简[
]，该书主编曹锦炎先生力辩其真[
]。曹先生在辩论中特别提到浙简《日书》中有一篇《四日至》专门讲物候，如果不熟谙天文知识并对“南门正”、“鹊巢”以及“始渴”等词义有深湛的理解能力，不可能造作此简。此事引起笔者极大兴趣，因为笔者受业于天文学史专业，从事古代历法和天文考古研究有年，如果浙简系伪作，从专业角度来审视《四日至》，必能发现其破绽。因此笔者带着怀疑和挑剔的眼光，仔细研读《四日至》，企图从中找到作伪的蛛丝马迹。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哪有如此高水平的作伪者？《四日至》隐含的天文历法知识超出笔者的想象，非一般古文字专家和文史学者所能造作，遑论市井作伪者。兹将笔者研究的基本结论公布发表，希望对购藏战国楚简的研究有所裨益，并祈海内外识者批评指正。

一．关于“四日至”的概念
关于“四日至”，曹锦炎先生考释指出就是春分、秋分和冬至、夏至，这在原则上讲是不错的，但“分至”是历法概念，而“四日至”从起源上讲是纯粹的天文学概念，由于天文上的四个特殊位置可与“二分二至”节气密切对应，故可用来指代历法概念。
《尚书•尧典》记载有相当于“二分二至”的概念，称为“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左传》僖公五年、昭公二十年记载有两次“日南至”，就是今之“冬至”。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中有“日出至南”的记载，也是“冬至”[
]。文献中的“日南至”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日出方位到达最南点，二是太阳正午高度到达最南点，这都是可以通过立杆侧影用肉眼观察到的。但无论日出方位还是太阳高度，立杆侧影只能测得“南至”和“北至”点，没有所谓“东至”和“西至”点，不能构成“四日至”的概念。夏至白天最长，冬至白天最短，因此传统文献又把前者称为“日长至”，后者称为“日短至”，但这样的“日至”也只有两个，构不成“四日至”的概念。

完整的“四日至”是纯粹的天文学概念，见于《汉书•天文志》： 
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夏至至于东井，北近极，故晷短；…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晷长；…春秋分日至娄、角，去极中，而晷中；…此日去极远近之差，晷景长短之制也。

类似的表述还见于《周髀算经》、《淮南子•天文训》，但称“秋分效角，春分效娄”，不说“东至角，西至娄”。这里讲的是纯粹的天文学概念，在黄道坐标系中，黄经每间隔90度的四个位置点，即黄经0度（或360度）、90度、180度、270度分别与黄道圈的交点，其中黄经0度（娄宿）与180度（角宿）是黄道圈与赤道圈的两个交点，前者是升交点，后者是降交点。用二十八宿来标示，这四个位置点分别在娄、东井、角、牵牛四宿距度之中，太阳在一年中先后到达这四个位置，叫“四日至”；这四个位置点对应的节气叫“二分二至”。
太阳在星空背景上的位置，除日食以外，人的肉眼是不可能观察得到的，但可以利用望月的位置，或者昏旦中星和夜半中星的位置推算得到太阳位置。如《国语·周语下》载“昔武王代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此即通过月与中星位置推算日与辰在位置。又《国语·周语上》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 即通过“晨正”（旦中）星“农祥”（房宿），推算日月合辰位置在“天庙”（营室）。因此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或星占家已经熟练掌握推算太阳位置的方法，将其运用到《日书》选择术中是很自然的。

太阳位置除了在“日占”中有应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授时或历法中的应用。《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记载十二月的“日在”位置及昏旦中星是对《夏小正》观象授时传统的继承，《汉书·律历志》“次度”把“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相结合，实际上是日在位置在历法中的应用。虽然“十二次”名义上是“岁星”次度，但因为历法的起算点“上元”规定为一种理想状态：即日月五星同时起于某一初度（0点），所谓“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而“五星从岁星聚”，实则假定岁星与太阳位于同一起点，故岁星次度实际等效于太阳躔度。岁星十二年转过一周天相当于太阳一年转过一周天，那么岁星“十二次”就相当于太阳十二月（阳历月）的位置，因此从本质上讲，“十二次”和二十四节气的联系，实际上反映的是太阳位置与二十四节气的关系。这样二十四节气中的“二分二至”就与太阳位置“四日至”必然联系在一起了。然而，一般文史学者只知有“二分二至”，不大可能了解“四日至”，如果没有深厚的古代天文学知识是造不出“四日至”这个词的。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汉书•天文志》所言“四日至”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那么先秦是否有“黄道”的概念？天文学史界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自西汉《太初历》“落下闳自地中（洛阳）转浑天”始有赤道体系（浑天说），先秦盛行“盖天说”，而“盖天说”可能使用地平坐标系统，连赤道体系都很难说，更不用说“黄道”体系了。张衡《浑天仪注》讲到“黄赤道差”的经验算法，证明已有“黄道”的应用，东汉贾逵、傅安等在赤道圆仪上加黄道环，改称“黄道铜仪”，而后汉《四分历》开始在二十八宿赤道度数之外，另载有二十八宿黄道度数，总之“黄道”的概念似乎出现很晚。
我们认为，“黄道”概念可能在先秦已经形成，文献有蛛丝马迹可寻。《后汉书·律历志》载“贾逵论历”曰：“《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者，牵牛中星也。……石氏《星经》曰‘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极二（应为“百”）十五度。’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这里说到冬至点在黄道的“斗二十度”相当于赤道的“斗二十一度”，而“牵牛初”成为冬至点的代名词。

东汉在赤道仪上加黄道规而成为黄道仪，这表明赤道规和黄道规共用同一个天极（北极或赤极），没有现代意义的“黄极”，这样由赤极量得的黄道度数学术界称为“极黄道度”、“似黄道度”或“伪黄道度”。在这种情况下冬至点所在的黄经270º与赤经270º完全重合（现代天文学黄极位于赤经270º上），当“冬至日在牵牛初”时，就是“牵牛初度（零度）”等于黄经（或赤经）270º之时，后来虽然因岁差原因随年代推移而使牵牛“距星”（初度）离开黄经270º，冬至点离开“牵牛初”而向西移入斗宿距度之内，然而“牵牛初”因长期使用习惯已经为冬至点的代名词，所以才有“冬至牛初”值斗宿之黄道二十度、赤道二十一度的说法，是故斗宿距星与冬至点的“黄赤道差”相差一度。冬至点恒在黄经270º且与赤经270º重合，当其移入斗宿且用斗宿距度来度量时，由于此时斗宿距星的赤纬与“极黄纬”不同，从而导致冬至距度存在黄赤道差。

历法上以冬至为一年的起止点，先秦古六历都是古“四分历”，一回归年为365.25日，太阳日行一度，划分周天为365又1/4度，起于“牵牛初”，终于斗宿，故将余分1/4度置于斗宿之末，称为“斗分”。“牵牛初”代替冬至点这一习惯的形成以及“斗分”的出现，充分表明历史上曾经存在冬至点在牵牛初度的时代，并且当时的人们已经使用“黄道规”来观测过，这就说明那个时代已经有了“极黄道度”的应用。在那个时代，当太阳循黄道到达牵牛初度时，太阳的“去极度”到达最远点，反映在“观象授时”上就是日出入方位到达最南点，以及太阳在正南方向上的高度也到达最低或最南点，这就是文献所说的“日南至”。冬至点的“岁差”约每78年向西后退一度，其缓慢移动不易被察觉，是故一直到汉武帝制订《太初历》时仍然保持冬至点在“牵牛初”的观念。

综上所述，“冬至牛初”的时代，就是“牵牛初度”等于黄经270º（与赤经270º重合）的年代。根据现代天文学方法计算得知冬至点在“牵牛初度”的年代，在战国早期的公元前450年前后[
]。换言之，“黄道规牵牛初”这一说法的存在，表明战国时期已经有“黄道规”了。既然战国时期已有“黄道”的概念，那么楚简“四日至”就很好理解了，它原本起源于《汉志》所言的黄道四至，而楚简《日书》则借以指代历法上的“二分二至”。
二．干支次序的编排
楚简《四日至》是一部简明的物候历。传统物候历包括“二十四节气共七十二候”， 以五日为一候，每候与某一动植物生长和活动的季节性周期现象相对应，称“候应”。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完整的“七十二候”始见于《逸周书·时训解》和《吕氏春秋·十二纪》，而为《礼记·月令》所继承，故可称为物候的《月令》体系。

传统的“七十二候应”是与节气相联系的，实际上是节气的物候响应，而节气是由太阳位置决定的，因而属于“阳历”因素，故“七十二候应”可以普遍适用于任一“阳历”或“阴阳历”的所有年份。然而楚简《四日至》是与日辰干支相联系的，是干支的物候响应，这是前所未见、十分令人惊异的。在干支与物候系联的情况下，其候应只能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年份，那么《四日至》的物候发生在哪个具体年份呢？这只能从《四日至》的文本中寻找答案。
先编排干支序数：甲子(0)、乙丑(1)、丙寅(2)、丁卯(3)……，然后依《四日至》顺序分旬排列如下表： 

	
	旬间
	干支(序数)物候
	干支(序数)物候
	干支(序数)物候

	甲旬
	
	甲戌(10)木折， 
	甲申(20)羕风，
	甲午(30)九暑。

	庚旬1
	6日
	庚子(36)闷夏， 
	庚戌(46)鸟至。
	

	己旬
	9日
	己未(55)虫蛰， 
	己巳(5)燕归雷藏
	己卯(15)中雷藏

	丙旬
	7日
	丙戌(22)白中五雨 
	丙申(32)六雨
	

	乙旬
	9日
	乙巳(41)八雨
	乙丑(1)九雨戔
	

	辛旬
	6日
	辛未(7)柍秋
	辛巳(17)始渴
	

	庚旬2
	9日
	庚寅(26)霝雨降
	庚子(36)南门正鹊巢
	庚戌(46)四尽

	戊旬
	8日
	戊午(54)夷中
	日至[鸿]漸【戊辰(4)】
	


分析上表，可以发现其干支的编排非常有规律：物候干支严格按照“60甲子周”顺序排列，没有打乱次序的现象。同日干的旬内之日距为10，不同日干的旬间之日距为6—9日。
《四日至》共有19个物候现象，干支跨越3个甲子周（约半年），按6个甲子周为1年估算，则1年19个候应显示平均每两个相邻物候之间的间隔约为19日。当然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平均3个甲子周19个候应，则1年6个甲子周应有38个候应，那么每两个相邻候应之间的间隔应如上表所示为6—10日。综合这两种情况考虑，《四日至》每一物候延续的时间约为6—19日左右。

假设全部按10日一旬的间隔分配候应，则上表的全部候应当在六甲之日，且每个甲日出现三次，那么选择的吉日只能是六个甲日，于是失去选择的普遍意义。为避免吉日干支大量重复出现，实际上在每个旬内只安排2-3个旬首，而用6—9日的旬间距措置安排不同的日干之旬，从而使吉日大量出现在17个不同干支日，仅有两个吉日干支相同。

由于出现两个“庚子(36)”、“ 庚戌(46)”，因此必须设置两个“庚旬”，如何措置这两个“庚旬”，完全取决于甲子周的干支顺序。例如，若将庚寅(26)放在甲旬之下的“庚旬1”之首，其序数(26)在甲旬的末位旬首甲午(30)之前而实际排在甲午(30)之后，这就打乱了按甲子周排列的先后顺序，故只能将庚寅(26)放在“庚旬2”之首位。如此周全而缜密的安排，既要保证干支次序不被打乱，又要尽可能地提供足够多的吉日选择，实在是匠心独运，出人意表。
三．《四日至》隐含的古历信息及其意义
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结合文献记载分析《四日至》干支物候表，可以发现其中隐含丰富的古历知识和信息，为我们认识很多历史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兹就愚见所及，略举如下：
（一）提供了冬至日的吉日干支

简文最后“日至[鸿]漸”在“戊旬”内，因此其“日至”干支只能是戊午(54)之后的“戊辰(4)”。《周易》“渐”卦爻辞云“鸿渐于干”，“鸿渐于盘”，“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传统解释谓鸿雁飞翔从低到高，循序渐进，实际上人们看到的鸿雁在迁徙途中并不停留，“鸿渐”是指雁阵由水及陆、由远及近所看到的形状和高度变化。按《月令》体系，一岁之中鸿雁有四次作为候应，即十二月雁北向，一月鸿雁来，八月鸿雁来，九月鸿雁来宾，其中只有十二月“雁北向”最与“日至”靠近（在19日之内），且只能是冬至，从而得到《四日至》的冬至干支为戊辰。

（二）隐含回归年长度和历法上元的物候干支
此物候历表止于“日至”，那么其起点理论上应是“前日至”。冬至戊辰的干支序数为4，加6个干支周得364日，再加甲子0日得365日，是为一回归年的整数日。也就是说，从戊辰前推365日得“前冬至”为甲子(0)，此即“历元”（起算点）的干支。因而此“物候历”是按照“上元甲子夜半冬至”排列的，反映历法“上元”之年的物候干支。
（三）遵循历法之年始于冬至的法则
《后汉书·律历志》“岁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蔀，蔀终六旬谓之纪，岁朔又复谓之元。”《史记·天官书》“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这里讲到两种“岁始”，即岁首冬至和岁首立春。《新唐书·历志》载僧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曰“《夏历》章蔀纪首，皆在立春；…而《殷》、《周》、《汉历》，章蔀纪首皆直冬至”，也表明有两种“岁始”。但只有冬至才是历法的岁始，而立春是“王者岁首”，即前者是历法规则，后者是“王者”人为规定的，故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预《注》：“朔旦冬至，历数之所始。治历者因此则可以明其术数，审别阴阳，叙事训民。”孔颖达《疏》：“步历之始，以朔旦冬至为首历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闰馀尽，复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为一章。”
以冬至为“步历之始”的道理是显然的，因为冬至日最容易被人们观测到，例如观测日出方位最南、太阳高度最低或晷影长度最长、白天最短等，观测上取极值最简便而又准确，又立杆测影以冬至晷影最长而优于夏至，故以冬至为“历数之所始”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最佳选择。至于“王者岁首”显然是由冬至推算得到的，如《淮南子·天文训》所云“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楚简《四日至》止于“日至鸿渐”显然起于岁始冬至，其物候包含一个完整的“历法年”，且隐含上元甲子冬至的信息，是弥足珍贵的古历实物资料。
（四）与历法“上元”的关系
先秦古历有一个著名的“上元”称“甲寅元”，《四日至》的“上元”应是文献所载的“甲寅元”甲子夜半冬至。《新唐书·历志》载僧一行《中气议》曰“汉自中兴以来图谶漏泄，而《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关于“上元”的天象，《汉书·律历志》载“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谓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七曜皆会聚斗、牵牛分度，夜尽如合璧连珠也。”《史记·律书》载汉武帝诏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 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隐》按：“《尔雅》云 ‘岁在甲曰焉逢，寅曰摄提格’，则此甲寅之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也。然此篇末亦云‘寅名摄提格’，则此甲寅之岁也。”按“四分历”的“章蔀纪元”结构可称之为“甲寅元”之“甲子蔀首”。
准上可知，存在一种“甲寅元”历，其特点是蔀首的日干支为“甲子夜半冬至”。《四日至》隐含前冬至为甲子的信息，应是“甲寅元”甲子蔀入蔀年的物候历。

（五）有助于解开“夜半朔旦”之谜
按一般理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朔夜半冬至”或“朔旦冬至”，前者表示气朔同时发生在夜半，后者表示气朔同时发生在晨初。如果笼统地说“夜半朔旦冬至”就不知气朔究竟是发生在“夜半”还是发生在“旦”了。《四日至》显示“日至”在戊辰，“前冬至”在甲子，若以甲子夜半起算，以365日无余分为一年周期，则冬至在戊辰夜半，而以365又1/4日为回归年周期，则冬至在戊辰次日的己巳晨初。究竟是“朔夜半”还是“朔旦”起决于是否考虑“斗分”，如果把有“斗分”和无“斗分”糅杂在一起就会出现“夜半朔旦”的模糊概念。文献中有“甲子夜半”和“己巳晨初”两种起算点，两者实际相差一年；而《颛顼历》有“甲寅元”与“乙卯元”之分，两者也是相差一年。由楚简《四日至》我们立刻明白了“甲子夜半”和“己巳晨初”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夜半朔旦”有了一个新的解释。

（六）有助于廓清“甲寅元”历的问题
据《史记·楚世家》载楚人是颛顼帝后裔，出土战国楚简使用一种岁首建亥（冬夕之月）的“亥正”历法，与秦汉《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亥正”历法相同，因此楚人在历法上使用《颛顼历》是没有问题的，但楚简《四日至》显示其历法特征与秦汉《颛顼历》明显不同，殆即久已失传的先秦古“甲寅元”历。《后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论历曰“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僧一行《日度议》曰“《颛顼历》上元甲寅岁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其后吕不韦得之，以为秦法，更考中星，断取近距，以乙卯岁正月己巳合朔立春为上元。《洪范传》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是也。”是谓《颛顼历》上元原本为“甲寅元”，而吕不韦改用近距历元“乙卯元”。依刘向《洪范传》所引《历记》，则“甲寅元”历的起算点是“己巳朔旦立春”，而按僧一行所论则“甲寅元”历起始于“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两者是互相矛盾的。新出楚简《四日至》显示“甲寅元”历应起始于“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而与“太初上元”合一，这证明吕不韦改窜《颛顼历》，不仅断取了近距历元，而且还把原来的“历法岁始”（冬至）改作为“王者岁首”（立春）。这是我们从楚简《四日至》获得的一个全新认识。

曹锦炎先生在《四日至》考释中提到东方朔《探春历记》载“甲子日立春”，当是《颛顼历》近距历元乙卯年“己巳晨初合朔立春”的前一年，其完整表述应是“甲寅年甲子夜半合朔立春”。这应该是汉以后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造作出来的“甲寅元”历，据《后汉书·律历志》载，两汉时期不断有人挟“甲寅元”以攻击《太初历》和《四分历》，均告失败。

（七）有助于认识楚历建正及秦汉《颛顼历》问题
如上所论楚简《四日至》为“甲寅元”历，岁首在夏历十一月（冬至月），以建正言之为“子正”；然而江陵、荆门出土楚简历法的岁首在“冬夕之月”，即夏历十月（立冬月）， 以建正言之为“亥正”；而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历法的岁首在“陬月”，即夏历正月（立春月），以建正言之为“寅正”，它们都是楚国《颛顼历》系统的历法，如何解释这三种出土材料的矛盾呢？笔者认为“起冬至、止冬至”的是“历法之年”或简称“法年”，其它的是“历谱之年”或简称“历年”。后者有《颛顼大正》和《颛顼小正》之分，“亥正”为大正，“寅正”为小正[
]。“法年”是“历年”的根本，《日书》采用“历法之年”而非“历谱之年”则更具有普遍意义。吕不韦将“历年”之“岁始”追溯至上元，为此而将“甲寅元”延迟一年为“乙卯元”，同时保留“正月建寅”、“岁首建亥”，杂揉凑合大、小正而为秦《颛顼历》，这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变通之举，而在历法实践中对于观测岁首立春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实际操作是由观测冬至实现的。

吕不韦断取的“近距”，从历法理论上讲应该是《颛顼历》第一蔀己巳蔀首所属之乙卯年（公元前1506年），是为《颛顼历》自上元以来第六百零六元第二纪（地纪）之纪首元年，严格地说应该称为“乙卯纪”，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乙卯元”。按秦汉《颛顼历》推算，自上古以来只有这一年（公元前1506年）才真正符合“乙卯年己巳朔旦立春”的条件。但实际上吕不韦可能暗示的是秦始皇元年乙卯年（公元前246年）开创了新纪元。楚简《四日至》保存了吕不韦改历以前“甲寅元”历的原貌，因此其年代下限应在吕不韦以前，即不晚于战国晚期晚段。

（八）《四日至》的日占学意义

依上所论《四日至》编排的是历元年份的物候干支，而按四分历规则，“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蔀”，十九年为一章 ，四章七十六年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则“一元复始”的周期是4560年，作为选择吉日工具的《四日至》是不可能容许如此长的周期的，那么它如何发挥其日占作用呢？

首先《四日至》没有联系年名（如“阏蒙摄提格”相当于干支年名），因此不必考虑“年名复始”的纪元周期；其次《四日至》没有联系朔日，因此不必考虑“气朔齐同”的章蔀周期；再次《四日至》物候仅与干支节气相联系，节气周期为一年（365.25日），干支周期为60日，两者的最小公倍数是1461日（4年），因此《四日至》物候节气与日名干支的共同周期为四年。不仅如此，物候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提前或延迟三五日很正常；并且前文已述每一物侯延续的时间长达6—19日，只要出现与《四日至》相同的物候干支日，就可以认定为吉日，因此实际上并不需要四年一遇的循环周期。这就使得《四日至》物候历在每一年都具有普遍适用的选择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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